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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前途，必須而且只能由全體台灣人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這應該已經近乎

是台灣社會的一項（小寫c的）基本憲政共識了1。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來，這個伸張、確

保台灣人民主權的規範命題，更已從一項質樸有力的理念訴求，逐步發展成為一套有制

式、法定規則可循的憲政制度。是的，我們台灣現在不只有一套針對一般公民投票

（ordinary referendum）（也就是《公民投票法》第2條規定所列舉的那幾種類型的全國

性／地方性公民投票）的制度規範；我們還有數項不同於一般公民投票程序的特殊公投

程序，其主要構成規範包括了（a）《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第5項規定（關於領

土變更公民投票）、（b）《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2條規定（關於修憲公民投

票）、（c）《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第5-3條規定（關於兩岸政治協議公民投票），以及（d）《公民投票法》第16條規定

（關於防禦性公民投票）。雖然經由這類特殊公投程序作成的公投決策，未必就會決定

或者深遠影響台灣前途，可是架構、規範那種特別有可能會決定或深遠影響台灣前途的

公投決策，應該就是這幾項特殊公投程序規範共通的存立理由（raison d'être）。有鑑於

會決定或深遠影響台灣前途的公民投票，基本上關乎主權與／或憲法秩序的重大變動，

我們可以將它們界稱為鉅型憲政公民投票（mega-constitutional referendum）。上述這四

項特殊公投規範，就此則可被歸類、標誌為台灣的鉅型憲政公投法制；它們在相當程度

上制度化了攸關台灣前途的鉅型憲政公投，也應該被我們如此理解與評價。 

  在當前的地緣政治與國際政經局勢下，中華民國台灣作為一個主權受中國挑戰的自

由憲政民主國家的憲政現狀，一方面受到了日趨嚴峻的中國侵略威脅，另一方面卻也可

能因而獲得些許讓台灣主權得以進一步鞏固乃至伸張的歷史機遇與國際空間。在這個既

是最壞也是最好的關鍵年代，決定或影響台灣前途的鉅型憲政公投，毋寧有一定的、比

先前來得更高的可能性，會從備而不用的憲政制度，轉化為現實世界中的具體憲政實

踐。我國既有的鉅型憲政公投法制，對於今後台灣人民主權的防衛與／或伸張，究竟會

產生何種作用，設有哪些限制，又提供了什麼樣的憲政可能？在適用既有的這些制度選

項之外，我們又可否以其他方式（例如循一般公投程序），啟動某種實質意義上的鉅型

憲政公投呢？這些問題的檢討、模擬、規劃與準備，對於決意掌握自身憲政命運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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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來說，應該不僅是重要的，也已事不宜遲。 

貳、強化現狀存續的憲法公投 

  台灣現行的《中華民國憲法》設有兩項特殊的公民投票程序，一是針對領土變更案

的複決，另一則是針對憲法修正案的複決。這兩項公投機制都是創立於2005年，是當年

修憲因應國民大會的廢除所做的後續制度安排。二者也採取了相同的程序規則——都是須

經「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始得提

出，然後須「於公告半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而且僅當「有效

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才算複決通過。換句話說，這兩種強制性的憲法公投程

序，（i）只有國會（立法院）的超級多數才能啟動，（ii）公投提案於票決前須公告至

少半年，而且（iii）設有難度極高的公民票決門檻。這樣的制度安排，一方面隱約地體

現了「中華民國主權在台灣人民」的憲政認同，並讓台灣人民得以經由複決型的憲法公

投，踐行憲政自我統治。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們所設下的啟動條件與票決門檻，實際上

卻也可能只是讓中華民國台灣的憲政現狀，更加固鎖（entrenched）、更不容易受到改

變。我們或許可以暫時擱置、不討論領土變更公投——雖然這個跟當代的國際法秩序以及

自由憲政民主的價值理念間均有一些扞格的制度，有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牽制、影響

到台灣就南中國海以及釣魚台等主權爭端所採立場與作法。但是對於修憲公投這項制

度，我們就不能含糊以對了，因為中華民國台灣作為台灣的主權／憲政現狀，其存續或

者改變，怎麼說，都是攸關台灣前途的存在問題（existential question）2。 

  讓我們先來討論台灣現行大寫C的《中華民國憲法》（含《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

文》）的可修改性（amendability）——也就是依循《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2條所

定程序修改這部成文憲法的現實政治可能。特別是在2015年那次的修憲破局後，我國有

不少論者認為，修憲在台灣已是不可能的任務。我們可以將這種看法稱作修憲無望論，

而它最核心的立論理由，就是「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這項公民複決門檻，

已經高到無法跨越，讓人只能望之興嘆3。這項實證命題的有效與否，即將在今（2022）

年11月26日受到驗證。不過，就算今年底十八歲公民權的修憲公投，最後不幸以失敗收

場，我們還是未必就只能對日後台灣的修憲可能，感到絕望。畢竟，Tom Ginsburg & 

James Melton在2015年間發表的一項比較憲法的實證研究結果顯示，一國的修憲頻率，與

其修憲規則的難易程度，並沒有顯著的關係；比較能夠預測憲法變動的，反倒是另一項

變數，也就是由一國先前憲法之修改頻率所表徵與度量的修憲文化（ amendment 

culture）4。Zachary Elkins & Alexander Hudson在2022年出版的一項實證研究也告訴我

們，比起針對個別議題的單項修憲，套裝、包裹式的憲法替換（ constitutional 

replacement），更有機會通過公民複決5。逕以修憲規則的難易論斷修憲的成敗機率，就

此而言，恐怕失之武斷，也低估了事在人為的政治能動（agency）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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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修憲無望論者的本意，並不是要根本否定台灣現行憲法的可修改性，而只是試

圖藉由強調修憲程序本身的制度困難，將日後台灣憲政改革的政治動能，導引到另一種

憲法改變的路徑：制憲。不過，如果在可預見的未來，台灣可以擁有一部新憲法的話，

那麼這部新憲法的制定，毋寧比較不可能是那種從無到有（ex nihilo）的秩序創造，而比

較有可能屬於學理上所界稱的後主權制憲（post-sovereign constitution-making），也就是

一個主權業已獨立的國家之以新憲法取代舊憲法的憲法替換6。在這樣的設想底下，依循

既有的修憲程序「重寫」（re-write）一部憲法，理論上就會是制憲的其中一種程序選

項，而且比較憲政上，也有前例可循7。自從2005年確立了現行的修憲規則以後，我國就

一直有論者倡議，台灣應當進行「寓制憲於修憲」的大規模憲政改造工程8。考量到運作

這項修憲程序所需要匯聚的巨大政治能量，還有修憲公投所能確立、徵表的高度民主正

當性——我國現行的「修憲規則」（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rules），或許也更適合被理

解、界定成是一種「憲法替換規則」（constitutional replacement rules）。不論是一部全

新的《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台灣憲法》或者《台灣憲法》，對於現在的台灣來

說，恐怕都還是一個相當遙遠、渺茫的可能。但是，這顯然不是因為修憲公投階段的公

民支持不足，而是因為在修憲的國會審議階段，就欠缺政治菁英間的必要共識與合作。

更重要的是，這種菁英共識與菁英合作的匱乏，不僅會讓經由修憲程序的憲法替換，胎

死腹中；它也會使得平和、有序的體制外制憲，機會渺茫9。 

  在台灣的政治結構沒有發生重大地殼變動的假設條件下，我們大概可以預測，台灣

在短期的未來所可能嘗試、進行的修憲，或許（i）仍會繼續沿用過往的憲法增修體例

（也就是只修改《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也（ii）不會觸及國號、國旗與領土等主

權象徵議題；至於修憲工程的規模大小（是單一議題的修憲抑或複數議題／結構取向的

包裹式修憲），則會進一步取決於主要政黨在多大程度上願意展開協商與合作。如此受

限的修憲格局，難免會讓許多殷切期盼台灣能有一部新憲法的人們，感到失望。然而，

我們如果就此輕忽、甚至放棄修憲的嘗試，那恐怕會是嚴重的策略錯誤。除了有助於培

養、蓄積政治菁英與一般公民攜手共創憲政改造事業的善念（good will），每一次修憲

所必經的公民複決，更在向世人明白展現：只有台灣人民，有權決定台灣的憲政命運。

就此而言，即使還不是那種能夠實現憲法替換的鉅型憲政公投，台灣今後的每一次修憲

公投，至少都會具備鉅型憲政公投的型式規格與象徵意義，也從而需要我們的高度重

視。 

參、作為民主防衛機制的兩岸政治協議公投 

  如果說上述的憲法公投規範，確立出了我國鉅型憲政公投的某種程序規格，那麼基

於類似的程序特徵，我們無疑也可以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於2019年修法時所增設的

針對兩岸政治協議的特殊公投程序，界定、理解成是一種鉅型憲政公投制度。當年增訂

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5-3條規定，架構了一套台灣與中國締結政治協議所須踐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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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政治程序，其主要環節包括了（i）締結計畫的國會事前同意、（ii）談判過程中的

國會監督、（iii）協議草案的公開、影響評估與國會聽證、（iv）國會議決以及（v）公

民複決；其中（i）與（iv）的國會同意，均須「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

席委員四分之三之同意」﹔而（v）的公民複決門檻，也是比照憲法公投，須「有效同意

票超過投票權人總額之半數」，方為通過。根據同條第2項規定，「具憲政或重大政治影

響性」的兩岸協議，其締結就必須踐行這套特別程序。同條第9項另規定：「主權國家地

位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毀棄或變更，不得作為政治議題談判及協議之項目。」雖然這

兩項抽象規定日後要如何解釋與適用，容有逐案判斷與爭議的空間，行政院所提修法草

案在條文說明中所例舉的「兩岸和平協議、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結束敵對狀態、安排階

段性或終局性政治解決」等常見動議，顯然都毫無疑問地會是「涉及政治議題之協

議」10；其締結如有違反本條規定，依同條第10項規定，當屬無效。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5-3條的增訂，是在民主進步黨政府的強力推動與中國國民

黨的質疑與反對下，迅速完成立法程序的。對於它的支持者來說，這項修法，為台灣與

中國的互動，建置了一套至為關鍵而且必要的民主防衛機制，讓台灣得以抵禦中國——特

別是在2019年初「習五條」的提出後——愈趨凌厲的統戰分化與威嚇逼迫。反對這項修法

的論者則是批評，它所設下的重重關卡與高門檻，非但不是維護我國主權與憲政民主之

存續所必要，還葬送、斷絕了兩岸各種政治協議的締結可能11。這樣的對立看法，一方面

反映出了台灣內部在對中國政策上長久以來的一階（first-order）政治分歧，另一方面卻

也凸顯了台灣所面對的一項關鍵考驗：分裂的台灣，如何應對極權中國？作為一套架

構、規範台灣如何與中國締結政治協議的二階（second-order）、程序法制，《兩岸人民

關係條例》第5-3條的規定，基本上就是在回應、解決這項親中政黨不願面對的關鍵難

題，而它所提出的解決方法，就是去要求並確保兩岸政治協議的締結，是以事先取得足

以團結台灣的朝野高度共識為前提，而且也終須獲得台灣人民的明確同意。光是這套制

度規範——特別是「沒有台灣共識，就沒有兩岸政治協議」這項基本原則——的建立本

身，就在相當程度上抵禦、破解了中國分而治之（divide and conquer）的談判策略，讓

台灣人民對於兩岸政治協議的進程與實體選項，能夠享有並行使比較充分的自主決定

權，而不是只能被迫在中國設定、主導的政治議程上，被動考慮中國強加予我們的各種

政治協議方案。就此而言，這套制度確有作為一項民主防衛機制的意義與功能。 

  如果上述的分析是正確的話，我們應該不難理解這項修法為何要採用憲法公投而非

一般公投的程序規格，來架構日後的兩岸政治協議公投。除了有助於確保台灣在與中國

談判過程中的內部團結與自主決策，仿效憲法公投之啟動條件（國會超級多數決）與票

決門檻的制度設計，也有助於防範未來兩岸政治協議的締結，造成台灣主權地位與自由

民主憲政秩序的實質衰退。在某個意義上，這套制度可說是一種典型的預先（自我）約

束（precommitment）機制﹕它約束往後的台灣執政當局，都必須遵循這套共識型的決策

程序，才能與中國締結政治協議。由於這套制度是定在法律而非憲法，它當然不若大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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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的憲政制度那般地穩固、難以被修改。不過，這套制度的變更甚或廢止，終究不會是

一朝一夕的事，其改變也將為台灣的公民社會，提供示警。 

肆、重新思考防禦性公投 

  《公民投票法》第16條第1項規定：「當國家遭受外力威脅，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

虞，總統得經行政院院會之決議，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交付公民投票」。這項一般冠

稱為防禦性公投的特殊公投程序，於2003年底《公民投票法》公布施行後，旋即就被當

時的陳水扁總統啟用，據以於2004年3月的總統大選日，同步舉行台灣憲政史上首次的全

國性公民投票。為了寫下這樣的歷史新頁，陳總統一方面從寬解釋、認定防禦性公投的

啟動條件，另一方面又設計出了孰曰不宜的公投主文，以緩解各界對於舉辦此次防禦性

公投的顧慮12。只是，陳水扁總統就此所提出的「強化國防」與「對等談判」兩項公投提

案，最後皆因未達當時《公民投票法》所定的投票人數門檻（須達「投票權人總數二分

之一以上」）而被否決。基於對「以公民投票決定台灣前途」這項訴求的認同與期待，

我國不少論者將這場政治挫敗，主要歸咎於投票人數門檻的不合理設計，還有藍營的強

力杯葛。然而，陳總統對於防禦性公投程序的勉強啟動與策略操作，使得這兩項公投提

案的正當性與必要性備受質疑，顯然也有必須擔負的責任。不論如何，此次公投的舉

行，雖然向國際社會展示了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民決定的民主可能，卻也讓台灣的處境在

短期內變得更加艱困；其間的對錯與得失，無疑亟需我們坦誠面對、深刻檢討13。 

  有鑑於防禦性公投的啟動時機難以掌握，又易受到當權者的政治操弄，我國學者陳

英鈐於2011年時即主張，應讓這項業已完成歷史階段任務的特殊公投程序，功成身退14。

不過，在2018年初《公民投票法》完成大修之後，防禦性公投不僅沒有步入歷史，甚至

還因為該法所定公投案票決門檻的大幅調降，而成為一個更有機會做成積極決策的特殊

公投制度。相較於我國現行法上的其他三種鉅型憲政公投制度，防禦性公投，單從制度

規則而言，具有（i）屬於任意性而非強制性公投、（ii）毋須先經國會超級多數決同

意、（iii）沒有公投案最短公告期間之限制、（iv）公投日的擇定更有彈性、（v）決策

的內容與效果具有高度可塑性（可能僅是單純的意志表達，也可能創造出新的具體政策

或規範）以及（vi）適用一般公民投票之票決規則而更易獲得票決通過等多重的程序特

性。防禦性公投所要因應的威脅與變局，或許可以正當化它所採取的緊急與簡易模式——

特別是將是否、何時乃至舉行具有何種政策意涵／規範效果的防禦性公投，均委諸總統

主導決策。可是這樣的制度安排，無疑也使得它的現實應用，蘊含高度憲政風險。展望

這項制度的未來，我們一方面需要設法避免它被不當使用，另一方面也應該進一步研擬

適切運作防禦性公投的可能劇本。倘若我們能在既有的制度規則上，形成一套政治規範

來約束、確保它的啟動與運作，於事前取得高度的朝野共識，並且獲有主要國際盟邦的

充分理解與支持，那麼防禦性公投作為一項鉅型憲政公投制度，應該還會有其價值與應

用可能，不會只是供人憑弔的歷史遺跡，或者不可碰觸的憲政禁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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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一般公投的代位？ 

  台灣現有的鉅型憲政公投制度，都是採用由上而下（top-down）的代議發動機制，

其發動也都需要先行取得高度的朝野菁英共識（雖然防禦性公投未必如此）。由於只有

國會或總統這兩個憲政機關有權啟動建制化的鉅型憲政公投，而啟動鉅型憲政公投所需

要的高度朝野共識又極難形成，有志於推動攸關台灣前途之公民投票的策略行動者，難

免會想要探尋、嘗試得以繞過、避開這重重困難的替代路徑16。一個實際上已被嘗試過的

做法，是藉由《公民投票法》所定的一般公投程序——特別是關於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

的全國性公民投票程序，來進行某種有鉅型憲政公投之實質意義可言的一般公投。除了

可以透過由下而上（bottom-up）的公民發動機制，繞過消極不作為的代議菁英，一般公

投程序所採多數型（majoritarian）票決規則，也或可省卻尋求鉅型憲政共識的麻煩，還

讓改革者更有機會改變現狀。2008年分由民主進步黨與中國國民黨提出的「入聯公投」

與「返聯公投」，乃至2018年的「東奧正名公投」，或多或少都可被解讀成是某種代位

鉅型憲政公投的嘗試，雖然這三案最後均以失敗收場。 

  從確保台灣自由憲政民主的規範觀點而言，我們不應該一昧排斥、全盤否定這種尋

求鉅型憲政公投之替代路徑的政治實驗，可是我們無疑也必須認真看待它們的憲政風險

與侷限。進一步聚焦於把公民發動的重大政策公投當成某種類（quasi-）鉅型憲政公投的

作法，我們首先必須認知到，發起這類公投的政黨（特別是主要反對黨）或素人公投啟

業家，終究只是自我任命的（self-appointed）公民代表，而且還因為比民選代表更難受

到政治問責，而更易引發或者惡化代理人問題17。一項公民發動的類鉅型憲政公投的舉行

時機是否明智，尤其難免令人憂心。其次，循這項路徑提出的類鉅型憲政公投（例如辜

寬敏於2020年提出的「制憲意向公投」提案，以及張竹岑於2020年提出的「修改憲法增

修條文前言公投」），往往因有明顯的違憲疑慮，而無法通過中央選舉委員會的連署前

審查乃至行政法院的票決前司法審查18。換句話說，它們的憲政意涵與效應，勢必得受到

相當程度的淡化或者縮限，方能通過提案審查。相形之下，根據《公民投票法》第14條

與第15條第2項規定分由行政院與立法院發動的重大政策公投，就比較沒有政治問責上的

顧慮，也毋須受到中選會的連署前審查。如果日後台灣試圖以制定一部新憲法的方式進

行平和狀態下的憲法替換，此等代議發動型的重大政策公投，或許就會是更合宜、可行

的程序選項19。當然，這終究仍會是一項至為艱鉅的憲政改造工程，而其成敗關鍵，恐怕

還是在於朝野主要政黨與代議菁英，能否就此形成高度共識。 

陸、結論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來，「台灣前途必須而且只能由台灣人民以公民投票決定」這件

事，已經從一個抽象的憲政原則，發展成為一套制式的憲政制度﹔在《公民投票法》的

規範基礎上，台灣在這些年來，也已舉辦過五次共計二十案的全國性公民投票，其間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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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5案試圖追求「公投救台灣」的理想，只是未能成功。藉由提出並運用鉅型憲政公民

投票這項分析概念，本文對「台灣人民應該經由什麼樣的公民投票程序決定台灣前途」

這個問題，做了初步的討論。本文指出，台灣既有的鉅型憲政公投法制，進一步鞏固了

中華民國台灣作為台灣的主權／憲政現狀，但也提示了改變這項憲政現狀的路徑與條

件。雖然我們未必僅能依循、適用既有的鉅型憲政公投法制，而仍可探尋、嘗試其他替

代路徑，我們應該可以同意，決定或深遠影響台灣前途的公民投票，基本上會是由國會

或政府啟動的代議發動型公民投票，而且必須設法尋求高度的菁英合作與社群共識，才

有機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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